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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戏曲界的“挖角”现象

苏　 　 菲

　 〔摘要〕 新中国成立后， 中共试图建构全新的计划文化体系， 将大众文化的生产、 流通和消费都纳

入国家计划中， 演员自由流动和剧团间 “挖角” 现象成为政府规范和管理的对象。 １９５８ 年和 １９６０ 年，

文化部两度发文禁止 “挖角” 和演员自由流动， 但实践效果不彰。 究其原因， 政府既缺乏足够的经济

资源建构国家计划全覆盖的文化行业， 也无法用官方意识形态彻底取代民间文化传统。 “挖角” 现象的

屡禁不止反映了这一时期计划管理、 意识形态与民间运行之间的复杂张力， 而这最终限制了国家意识

形态向基层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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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 政府不仅试图掌握和调控经济资源， 也试图将大众文化纳入中央的计划管理，
本文将这种新的文化体系称为 “计划文化”。 计划文化是一套以中央计划管理为基本运行机制， 为

电影、 戏曲、 出版等文化艺术行业制定发展规划， 最终服务于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国家管理体系。
就其运行机制而言， 计划文化借鉴计划经济的管理思路， 由中央在各文化行业制定年度计划，

具体指标由各级文化行政部门草拟后逐级上报， 最终由文化部核定。 为了保障各行业按计划发展，
文化领域实行年度财政预决算制度， 涉及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文化产品生产、 文化工作人员编制

等， 各地执行计划指标的情况按年度上报中央①。 计划文化体系主要由两部分构成： 一是由文化部

领导的各级文化行政部门， 是计划的制定者； 二是由国家经营或赞助的文化机构和团体， 包括电影

院、 放映队、 剧团、 出版社、 图书馆、 博物馆、 文化馆和广播站等， 是计划的执行者。 相对于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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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第一个五年计划文化工作各项主要指标及预计执行情况，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办公厅编印： 《文化工作文件资料

汇编》 （１）， １９８２ 年印行， 第 ５７—６０ 页。



前， 后者的角色从文化市场上的逐利者转变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传播者。
就其运行目标而言， 计划文化虽然受到计划经济逻辑的影响， 却不能简单理解为计划经济中的

一个部门， 它的核心功能在于宣传国家意识形态而非盈利。 为了实现这一政治目标， 国家必须对大

众文化实施计划管理， 将其纳入计划文化体系之中。 而戏曲正是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深受群众喜爱、
在文化市场中流通最广泛的文化产品形式。 为了将戏曲行业改造为计划文化体系的一部分， 政府

１９５１ 年发起以 “改戏、 改人、 改制” 为具体任务的戏曲改革运动。 在此过程中， 以往戏曲界习以

为常的演员自由流动和剧团之间 “挖角” 现象开始为文化部门所关注并试图加以禁止， 因为这类服

从于市场经济逻辑的自由择业、 自由雇用行为不仅妨碍政府推广新戏， 亦会妨碍政府对演员的实际

管理和思想改造， 最终影响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效果。 从理论上说， 随着计划文化体系的不断扩

大， 剧团贯彻国家意志的能力将逐渐增强， 演员自由流动的空间则日渐狭窄， 所以剧团 “挖角” 现

象的多寡可以作为反映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计划文化实施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
然而， 在新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市场并未被完全摒弃， 时而作为政府发展经济或应对危机

的帮手而存在①。 同样， 计划文化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不彻底性。 １９５６ 年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

后， 在理论和宣传上整个大众文化领域都被纳入计划文化体系之内， 成为国家的宣传工具， 但在实

践中仍存在脱离计划文化而独立运行的民间文化。 那些已被纳入计划文化的机构和个人， 越深入基

层就越有可能脱离计划文化的控制， 从而呈现计划管理、 意识形态与民间运行之间的张力。 具体到

本文的研究对象， 由于张力的存在， 建立在文化市场之上的 “挖角” 现象也就难以被消灭， 导致一

定数量的基层文化生产者偏离国家意识形态宣传目标， 成为计划文化夹缝中的自由流动者。
针对新中国前 ３０ 年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有学者从文化市场角度进行论述，

认为文化市场的存在证明了国家在 “文化大革命” 爆发前始终未能将大众文化彻底纳入国家计划当

中②； 文化市场在五六十年代不仅未被消灭， 还对大众文化和中共文化政策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③；
文化市场造就了五六十年代多种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并存的景观④； 文化市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政府推广现代戏的努力⑤。 但是， 这些研究对新中国文化体制的特点、 文化领域的中央计划与地方

实践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情况尚未作完整的梳理和深入的讨论。 本文尝试利用多种史料， 以戏曲界

“挖角” 现象为切入点， 对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化领域的计划管理、 意识形态与民间运行三者之间

的互动关系作出更加具体详实的探讨。

一、 取缔民间经纪人，政府初步介入戏曲行业

在戏曲领域， 新中国成立初期发起的以 “改戏、 改人、 改制” 为具体任务的戏曲改革完整体现

了计划文化的目标和逻辑。 “改制” 是针对剧场、 剧团所有制和分配方式的改革， 是保障 “改戏”
“改人” 两项任务顺利进行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 “改制” 的对象不只是国营剧团和剧场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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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还包括戏曲界的演员自由流动现象及通过促成雇用关系获取佣金的戏曲经纪人。
戏曲经纪人这一群体在北京被称为 “经励科”， 在上海被称为 “黄牛”， 其他地区还有 “邀头”

“约头” “戏牙行” 等称谓。 以北京为例， 经励科隶属国剧公会， 是 “七科”① 之一。 传统社会中京

剧班社的运转以名角为中心， 经励科根据名角的艺术特色为其招募合适的配演、 配乐和其他演出辅

助人员②。 受市场行情影响， 名角与班社之间的合作关系通常是短期和不稳定的， 所以经励科的存

在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他们掌握大量信息， 负责组织剧团、 管理剧团财务和充当剧场与剧团的中

间人。 但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 经励科成了政府介入戏曲行业的一大障碍。 因为

演员的频繁变动大大增加了政府对剧团的管理成本， 使戏曲改革工作难以顺利开展。 因此， 政府希

望从取缔民间经纪人入手， 规范演员的自由流动， 将戏曲界的雇用关系纳入国家计划中。
新中国成立初期， 戏曲改革中的 “改制” 工作由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副局长马彦祥负责筹备， 第

一个试点单位是当时北京地区最大的剧场———华乐戏院。 该戏院被军管会接管后移交文化部， 成为

北京地区第一家国营剧场， 更名为大众剧场， 由戏曲改进局经营管理， 马彦祥担任经理。 在改造戏

院的过程中， 马彦祥很快发现， 由于经励科掌握着剧团人事组织、 艺术生产和经济分配的权力， 改

造工作遇到很大阻力。 而经励科管理剧团财务时只对名角负责、 不向一般演员公开的垄断做法， 更

被批评为 “侵犯艺人权益、 进行中间剥削” 和 “造成广大艺人不幸的根源”， 这成为取缔经励科的

导火索③。
１９５１ 年 １ 月， 戏曲改进局起草 《关于戏曲改进工作向文化部的建议》， 提出 “旧制度改革亦为

改进中国戏曲重要前提条件”， 并着重强调了经励科制度对戏曲改革工作的危害性④。 在这份建议的

基础上， 政务院拟定 《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 于 １９５１ 年 ５ 月 ５ 日颁布， 成为戏曲改革的纲领

性文件。 经励科作为旧戏班中的不合理制度被 “五五指示” 列为重点改革对象⑤。 在文件公布的第

二天， 北京市国剧公会宣布将经励科改为剧务科， 向剧团公开账目， 削弱其在工资分配上的权力。
１９５３ 至 １９５４ 年， 北京大多数剧团进行民主改革， 剧团所有制形式从以名角为中心的私有制转变为按

劳取酬的集体所有制， 剧务科在剧团财务和人事方面的权力被进一步压缩⑥。
在 “五五指示” 的引导下， 成立官方演出中介、 取缔民间戏曲经纪人成为一项全国性的 “改

制” 措施。 １９５０ 年成立的 “上海影剧工会” 于 １９５２ 年改称 “上海市文艺工会”， 成为官方认可的

群众组织， 发挥着演出中介的职能⑦。 １９５７ 年底至 １９５８ 年初， 山东省各级行政区域都成立了类似

的群众组织——— “戏剧管理委员会” 或 “戏剧计划演出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戏管会”）， 负责

充当演员、 剧团与剧场三者的中间人； 审核本地剧团的巡回演出计划， 接洽外地剧团到本地演出；
对流动演员开展政治教育， 促使其固定下来。 “戏管会” 的成员包括基层文化干部、 选举产生的剧

场经理和演员代表， 经费由各剧团、 剧场从收入中按 ４‰到 ５‰的比例提取， 按月上交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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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取缔民间戏曲经纪人的举措体现了计划文化体制的目标和逻辑， 即国家代替市场、 文艺为

政治服务。 但在实际操作中， 官方演出中介能否彻底取代传统的民间经纪人取决于多种因素， 折射

出计划管理、 意识形态与民间运行三者之间的张力。
一方面， 由于财政资源有限， 国家不可能将所有剧团都纳入全民所有制的范围。 大量剧团仍然

依靠文化市场生存， 以盈利为基本目的， 这样就滋生出广泛的演员流动现象， 为民间戏曲经纪人提

供了生存土壤。 在 １９５６ 年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背景下， 国营剧团数量激增， 一些地区国营剧团的比

重超过了 ５０％ 。 但在实际执行中， 只有云南、 江苏等少数省份实行真国营， 绝大多数省份都是 “戴
帽国营”， 即让新增的国营剧团保持集体所有制， 不纳入政府的财政预算①。 经济上的自给自足， 意

味着这些刚戴上国营帽子的剧团仍然在市场经济而非计划经济的逻辑下运转。 在逐利动机的驱使

下， “挖角” 现象在所难免， 民间戏曲经纪人也难以被彻底取缔。 例如， １９５６ 年 １２ 月 ４ 日 《人民

日报》 的一篇文章指出， 北京市的民间曲艺团体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不断遭遇 “挖角” 事件， １９５６
年尤为严重②。 类似情况在 １９５７ 年 ５ 月 ５ 日的 《人民日报》 上也有报道③。 １９５７ 年 ９ 月， 江苏省文

化局发现南京市存在 “地下经励科”， 他们的活动不仅影响该省京剧团的巩固， 也危及其他省市京

剧团的巩固④。
另一方面， 在部分偏远地区， 由于文化部门行政能力薄弱， 在管理上出现了真空地带。 而民间

社会对所谓 “坏戏” “禁戏” 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市场需求， “挖角” 和演员流动现象也就应运而生，
并反过来促使 “坏戏” “禁戏” 的泛滥， 破坏了国家对戏曲行业的计划管理。 以新疆为例， 当地文

化企事业单位分属三个领导系统， 即军区、 生产建设兵团和自治区政府， 三者之间步调不一致， 使

其成为计划文化体系的薄弱环节。 １９５６ 年初针对乌鲁木齐市的一项调查显示， 该市国营剧团和民营

公助剧团存在商业化的发展倾向， 严重妨碍了戏改政策的执行和对演员的思想改造。 为了获取市场

上的胜利， 该市大多数剧团以高价从内地 “挖角” 前来短期演出。 例如， 市政府领导下的八一京剧

院是民办公助的集体所有制剧团， 该团自成立起有 １ ／ ３ 以上的演员是从外地邀请来的， 他们的薪资

占全团的一半以上。 １９５６ 年春， 该团以四五百元的月薪邀约天津京剧院的著名武生厉慧良前来演

出。 市政府领导下的另一个民办公助剧团———实验京剧团， 外邀演员有 ５０ 余人， 月薪都在 ４００ 元左

右。 月薪最高者是从上海邀来的著名武生梁慧超， 为 １０００ 元。 而该团常驻的配演， 月薪仅为 ４０ 元

左右， 大多数外来名角的月薪是他们的 １０ 倍， 超级名角梁慧超的月薪是他们的 ２５ 倍。⑤ 剧团内部

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 显然与戏改中 “改制” 的要求背道而驰。
有学者认为， 在 ５０ 年代的戏曲改革中， 名角中心制逐渐被党领导下的编导制所取代⑥。 但实际

情况并非如此单一， 至少在新疆地区出现了完全相反的情况。 而演员的自由流动衍生出了一系列意

识形态问题。 由于主要演员不固定， 剧团演出的剧目也呈现多样性， 增加了政治审查的难度， 进而

冲击国家对戏曲行业的管理。 乌鲁木齐的戏曲行业反映了市场主导下的利润最大化倾向， 而计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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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体系下文艺作品本应发挥的意识形态宣教功能则是完全弱化的。 调查发现， 该市主要上演当地观

众喜闻乐见的武戏， 极少演出文戏， 这些武戏多以民间传说为题材， 如 《十八罗汉斗悟空》 《八仙

斗白猿》 《三盗芭蕉扇》 《新闹龙宫》 等。 由于这些戏没有固定脚本， 负责审查剧目的文化干部便

无从下手。 剧团的广告宣传也充满商业色彩， 从来不介绍戏曲的思想内容， 而以特邀名角、 华丽布

景、 “暖气开放、 室内如春” 等广告词吸引观众。 而且， 由于审查制度薄弱， 不少在内地禁演的剧

目却在乌鲁木齐大行其道， 新中国成立后经文化工作者修改的新戏很少在这里上演， 该市的戏曲市

场俨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宣传的薄弱地带。 此外， 新疆的高工资和相对自由的演出环境使内地的戏

曲演员、 尤其是艺术水平较高的名角心生向往， 把新疆的剧团称为 “财神爷”， 这种情况也严重影

响了各地政府对演员 “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思想” 的改造。① 尽管乌鲁木齐是计划文化体系中的一个

特例， 但该市部分剧团跨地区 “挖角” 行为也对其他地区的文化管理造成了冲击。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取缔民间经纪人的举措代表了政府对戏曲界旧制度的改造。 以官方中介代

替民间经纪人的最终目的是用单位化的管理方式将戏曲界的雇用关系纳入国家计划中， 限制剧团之

间相互 “挖角” 和演员的自由流动， 以便政府更好地开展 “改戏” 和 “改人” 的工作。 但是， 由

于此时文化领域市场的力量强于计划的力量， 政府取缔民间经纪人的工作未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

果， 不论在北京、 南京等中心城市， 抑或乌鲁木齐这样的边疆城市， 地下经纪人和 “挖角” 现象都

未得到有效的制止。 这也促使政府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规范演员的自由流动， 并将工作重心放在制

止 “挖角” 上。

二、 计划文化体系建立后的“挖角”纠纷与国家管控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 中共八大宣布， 国家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社会主义的社

会制度在中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②。 １９５７ 年 １１ 月， 文化部宣布， 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文化

事业发展指标和工作指标， 除个别项目外都提前或者超额完成； 私营文化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

基本完成； 全国文化工作已经基本纳入国家计划建设的轨道③。 至此， 在官方表述中， 国家根据计

划经济思路打造的计划文化体系已经成功建立。 不过， 这一体系显然并未将所有文化生产主体都纳

入其中， 前述戏曲界广泛存在的 “戴帽国营” 现象就是一个例证， 基层也仍有大量私营剧团需要依

靠文化市场生存。 这些未进入公有制范围的新国营剧团和私营剧团能否像国家期待的那样与计划文

化合作呢？ 这一时期剧团之间仍在持续的 “挖角” 现象可以提供一个观察计划文化有效性的窗口。
从 １９５８ 年年初开始， 作为政府推进戏曲改革工作的重要媒介， 《戏剧报》 连续刊发批判 “挖

角” 和流动演员的系列文章。 这些文章的作者包括中共高级文化干部和著名戏曲演员、 编导等文化

工作者， 代表了官方对演员自由流动的态度， 也为即将出台的首个禁止 “挖角” 的中央文件埋下伏

笔。 根据这些文章提供的信息， 截至 １９５８ 年年初， 有 １５ 个省市的四五十个剧团向当地文化部门报

告了因 “挖角” 产生的纠纷。 除了以盈利为主要目标的民营剧团外， 一些国营剧团也牵涉其中。 剧

团之间的 “挖角” 事件甚至引发了省级文化部门之间的纠纷。④ １９５８ 年 ３ 月， “挖角” 引发的纠纷

蔓延到 ２１ 个省市的国营剧团和民间职业剧团， 成为全国范围内具有普遍性的严重问题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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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布全国的演员自由流动现象表明这一时期戏曲界还存在一个不受政府控制的就业市场， 这个

市场的买方包括国营剧团和民营剧团、 专业剧团和业余剧团， 卖方则主要是剧团中艺术水准较高、
有市场号召力的演员①。 高薪是演员跳团的首要动机。 《戏剧报》 １９５８ 年 ３ 月的一篇文章批评了一

名不断跳团的京剧演员， 她是北京京剧团的演员， 常为著名老生马连良配戏。 她 １９５６ 年的月薪为

４２０ 元， 相当于普通城市居民月收入的 ２１ 倍②。 为了追求更高的报酬， 她于 １９５６ 年退出北京京剧

团， 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京剧团签订了短期合同， 月薪为 １６００ 元。 １９５７ 年冬合同期满回到北京后，
仍然有不少外地剧团前来邀请她演出。 １９５８ 年 ２ 月 ８ 日， 她与国营的青海省京剧团签订了为期 ３ 个

月的合同， 演出地点为当地设备最先进的西宁市青海人民剧院。 此时她的月薪高达 １８００ 元， 比在

北京京剧团的收入高出 ３ 倍以上。 这一演出合同尚未结束， 另一个国营的江苏省京剧团就已经派人

与她商议， 准备等她在青海演出期满后就接她去江苏。 这篇文章在批评该演员追求个人名利、 拒绝

政治进步行为的同时， 也批评了那些绕过北京市文化局与其签订演出合同的剧团， 称其采用了资本

主义经营方式。
当然， 高薪并非流动演员的唯一要求。 部分演员还主张帮助配偶解决工作等特殊待遇， 甚至主

张保证入团、 入党等政治待遇。 个别名角公然向前来 “挖角” 的剧团提出 “十大条件” ———不下

乡、 不吃粗粮、 不演日场、 不参加任何政治会议、 不参加政治学习、 不买公债、 不住小房子、 不喝

白水、 不演新戏和垫戏、 不接受任何批评③。 除了对物质享受的追求外， 这些条件反映了演员对戏

曲改革三大核心政策的反抗———拒演新戏即反对 “改戏”， 逃避政治学习即反对 “改人”， 自由流动

的行为本身即反对 “改制”。
官方媒体批判的对象不仅是流动演员和用种种条件引诱他们的剧团， 还包括这一时期重新活跃

起来的民间戏曲经纪人， 官方此时将其称为 “地下经纪人”④。 由于官方演出中介的效率较低， 很

多剧团在寻找演员时不得不求助于 “地下经纪人”。 上海市文化局调查发现， 很多外地专业剧团派

人到沪邀请演员时都曾与 “地下经纪人” 有过联系。 例如， 福建省沙县越剧团团长 １９５７ 年 １２ 月初

持沙县文化科的介绍信到上海邀聘演员， 上海市文化局将其介绍到官方演出中介———上海市文艺工

会。 但这位团长在与工会联系的同时也与 “地下经纪人” 私下接洽。 在半个多月时间里， 他在旅馆

的房间成为 “地下经纪人” 和流动演员聚集的场所， 每晚都有数十人进出。 他挑选演员的唯一标准

是市场号召力， 不看政治背景， 也不管这些演员是否有演出证件或离团证明。 双方商议好工资后，
这位团长便当场与演员签订合同并给付高额定金。 因此， 到他完成任务离开上海时， 并无一份合同

经过上海市文艺工会或上海市文化局的审查和批准， 官方也无从知晓究竟有哪些演员被其挖走。⑤

在 《戏剧报》 刊发批评 “挖角” 的系列文章后， １９５８ 年 ５ 月 ２８ 日， 文化部向各省市文化部门

发布 《关于加强对流动演员的领导管理和制止 “挖角” 行为的通知》，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层面

发布的第一个禁止 “挖角” 和演员自由流动的文件。 在这份文件中， 文化部将演员的自由流动定性

为戏曲界自由市场复苏和滋长资本主义思想的温床， 将 “挖角” 定性为戏曲工作中的资本主义道路

和违法乱纪行为。 为制止这两种现象， 文化部提出如下解决办法： 各地文化部门建立跨地区协作机

制， 对流动演员进行登记， 将自由流动转变为政府领导下有计划的流动； 各地文化部门成立专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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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或 “戏管会” 等群众组织来管理流动演员， 发挥演出中介的职能； 彻底取缔一切官方组织之外的

戏曲经纪人； 各地文化部门有责任督促实施 “挖角” 行为的剧团将挖来的演员退回原单位， 必要时

可在报刊上公开批评； 各戏曲学校尽快培养新生力量， 改变戏曲演员供不应求的状况。①

那么， 这些措施的效果究竟如何呢？ 从陕西省 １９５９ 年的基层档案资料来看， 陕西、 甘肃两省

之间因 “挖角” 引发的纠纷此时并未得到解决， 甚至愈演愈烈。 １９５９ 年 ７ 月 １８ 日， 陕西省兴平县

委向陕西省委反映， 自 １９５６ 年开始， 甘肃省玉门、 张掖、 酒泉、 武威等地一些行政部门和剧团通

过私人拉拢、 利诱等方式已挖走兴平县十多名主要演员。 而在文化部发布禁止 “挖角” 行为的文件

后， 甘肃省不仅未退回已经挖走的演员， 还制造了新的 “挖角” 事件。
１９５９ 年 ３ 月， 白银市秦剧团的党支部书记和两名演员前往兴平县 “挖角”， 这一行动受到白银

市文教局局长的支持。 临行前， 文教局局长对三人说， “咱们旦角少， 最好把兴平的好旦角吴秀连

搞上来”。 兴平县共有 ３ 个秦剧团， 分别名为一团、 二团、 三团。 白银市秦剧团一行人以 ３ 个剧团

为目标， 私下联络了十多个人， 其中包括演员、 乐师和导演， 以高薪、 入党、 解决户口、 为配偶安

排工作等条件劝说他们离团加入白银市秦剧团， 并强调白银市秦剧团是国营剧团， 各方面条件都比

兴平县剧团优越。 他们的联络方式十分灵活， 包括写留言、 跟踪堵截， 甚至找到演员家中。 截至当

年 ６ 月， 兴平县三团有 ７ 人同意加入白银市秦剧团， 占该团总人数的 １ ／ ３， 其中就包括此次 “挖角”
计划中最重要的目标———旦角演员吴秀连。 他们纷纷与白银市秦剧团约定日期， 准备在不同时间不

告而别前往白银市。②

对于第一位离团前往白银市的演员， 白银市秦剧团党支部书记当面许诺其担任团长职务， 并在

半年内解决入党问题。 １９５９ 年 ６ 月 １３ 日， 这名演员乘火车前往甘肃， 白银市秦剧团派人在兰州火

车站接站。 １５ 日半夜， 兴平县三团的另一名年轻演员按照约定来到西安火车站， 白银市秦剧团已经

派人在那里等候， 准备与其一同前往白银市。 不料兴平县三团有数人跟踪这名演员来到火车站，
“挖角” 活动被当场揭穿。 １８ 日， 在白银市文教局的敦促下， 此次被白银市秦剧团挖走的演员返回

兴平县， “挖角” 行动宣告失败。③

成功阻止白银市秦剧团的 “挖角” 行动后， 兴平县委试图通过陕西省委向甘肃省追讨此前被挖

走的演员。 自 １９５６ 年开始， 兴平县 ３ 个剧团共有 １１ 人被甘肃省 ５ 个县的剧团挖走。 但是， 陕西省

委写给甘肃省委关于追讨演员的公函并未得到回复， 文化部门之间的跨省合作机制显然未能成功建

立。④ 同一年陕西省文化局与甘肃省另一个剧团的交涉也证明， 要回被挖走的演员比阻止正在实施

的 “挖角” 行动要困难得多。 甘肃张掖专区七一秦腔剧团频繁 “挖角”， 从 １９５６ 年至 １９５９ 年， 该

团一共从陕西省挖走演员和乐师 １６ 人， 涉及 ４ 个以上剧团， 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这些剧团多次派

专人追赴张掖交涉， 均未获结果。 陕西省文化局先后 １８ 次致函张掖专区文教局， 亦未见回音。⑤

上述案例表明， １９５８ 年文化部发布禁止 “挖角” 通知后， 陕西、 甘肃两省的 “挖角” 纠纷不

仅没有得到遏制和解决， 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而这种现象并非西北地区所特有。 据全国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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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完全统计， １９５９ 年出现 “挖角” 现象的省份至少有 １０ 个， 包括江苏、 新疆、 江西、 福建、 内

蒙古、 吉林、 辽宁、 甘肃、 青海和河北； 被 “挖角” 的省份和直辖市至少有 １２ 个， 包括北京、 上

海、 吉林、 青海、 山东、 浙江、 安徽、 陕西、 河北、 辽宁、 河南和湖南； 涉及 ８ 个剧种， 包括京

剧、 评剧、 越剧、 秦腔、 豫剧、 河北梆子、 曲剧和祁剧。①

由此可见， 计划文化体系建立后， 政府对戏曲界的自由市场采取了更为严格的控制措施， 具体

表现为官方媒体对 “挖角” 现象的批判和文化部颁布的第一个禁止 “挖角” 的政策文件。 但这一

政策在基层的执行效果并不乐观， 全国范围的 “挖角” 现象仍然普遍存在， 反映了国家意志与民间

市场、 国家政策与基层人员之间存在较大的张力， 计划文化的力量在实践中存在明显边界。 而这一

时期陕西、 甘肃两省之间愈演愈烈的 “挖角” 纠纷也证明了国家政策在深入基层的过程中所遇到的

阻力， 即部分国营剧团和文化干部偏离计划文化的轨道， 充当 “挖角” 活动的参与者、 策划者和保

护者。 这种情况也为文化部的后续政策埋下了伏笔。

三、 调整巩固时期“挖角”现象的增多

鉴于 １９５８ 年 ５ 月发布的禁止 “挖角” 文件并未取得预期成效， １９６０ 年 ３ 月 １９ 日， 文化部又向

中央呈交了 《关于坚决制止剧团 “挖角” 行为和取缔所谓 “流动演员” 个人流动办法的报告》。
《报告》 指出： 演员自由流动， 实质上是保存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 发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文化行政部门和剧团领导进行 “挖角” 活动， 实质上是反对党对演员和戏剧事业的领导， 反对社会

主义改造， 反对走社会主义戏剧的道路。 《报告》 针对杜绝 “挖角” 现象提出的措施大致与 １９５８ 年

５ 月的文件相同， 其中特别增加了针对犯有 “挖角” 错误的文化干部和剧团领导的处罚措施， 要求

给予党纪处分和行政处分， 情节恶劣的应开除党籍。② 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时期文化领域的

自由市场已侵入到计划文化体制内部。
１９６０ 年 ４ 月 １２ 日， 文件正式下发， 成为国家出台的第二份禁止 “挖角” 的文件。 与第一份文

件相比， 这份文件能否取得更好的执行效果呢？ 上海市的情况或许可以作为观察的一个窗口。
５ 月 ６ 日， 上海市文化局将文件下发到各区、 县文化局及其所属剧团， 要求检查是否存在 “挖角”
现象。 后经调查发现， 杨浦、 南市、 黄浦、 嘉定的 ４ 个剧团自 １９５９ 年起被江苏、 浙江、 福建、 新疆

挖走 ６ 名演员。 另外还查出 ４ 名 “黄牛”， 从他们上交的信件中发现其与不少外地剧团和文化部门

有业务往来， 后者到沪邀聘演员时往往不通过市文化局， 而是寻求 “黄牛” 的帮助， 涉及单位包括

江西武宁县京剧团、 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京剧团、 贵州黔东南自治州凯里京剧团、 江苏省淮剧团、
福建三明钢铁厂业余剧团、 江苏淮安县文教局等， 其中一个国营剧团为了掩盖 “挖角” 事实甚至给

上海的 “黄牛” 开具假证明， 证明其为该团的驻沪联络员， 享有固定工资待遇。③

１９６０ 年 ６ 月， 上海市文化局先后致函福建、 浙江、 江苏、 新疆的省级文化部门， 要求协助督促

当地剧团送回被挖走的 ６ 名演员， 结果并无一人被送回。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对此未予回复；
福建省文化局和浙江省文化局均积极联系 “挖角” 剧团所属的市县一级文化部门， 要求其督促剧团

送还演员， 但市县一级文化部门或久拖不决或动员不力， 无法将演员劝返； 江苏省文化局不仅未能

劝返演员， 还复信一封， 请求上海市及相邻省份文化局也不要将来自江苏省的流动演员劝返， 以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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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彼此的工作负担， 只需将他们固定下来， 使其不再继续流动即可。①

上海市与福建、 浙江、 江苏、 新疆等地的交涉失败， 表明基层文化部门在处理 “挖角” 问题时

动员能力较弱， 文化部门之间的跨省合作机制此时也未建立起来， 这些因素限制了第二份禁止 “挖
角” 文件在基层的执行效果。 更重要的是， 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和文化市场的解冻， “挖角” 现象

很快卷土重来。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 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 为激发社会经济活力， 中央决定对国民

经济进行调整， 在多个领域放松了国家管控。 具体到文化领域， 国家再次制定了较为理性的文化政

策， 以 “文艺八条” 为标志减少文化领域的政治束缚②， 同时为了帮助恢复经济， 要求缩小计划文

化体系的规模以节约国家财政资源。
１９６２ 年 ７ 月， 文化部组织召开全国文化局长会议， 讨论文化领域的精简计划。 根据各省市上报

的计划数字， 文化部制定了全国文化事业共精减 １２． ８ 万人的计划， 其中电影部门 ９０００ 人， 出版部

门 １． ８ 万人， 戏曲部门 ８． ９ 万人， 群众文化部门 ５０００ 人， 文物部门 １０００ 人， 艺术教育部门 ６０００
人， 力图将计划文化体系缩减到 １９５７ 年的规模。 在精减人数最多的戏曲领域， 文化部规定省级以

下 １９５８ 年后新发展的剧团一般都应撤销， 个别剧团有特殊原因需要保留的， 须经过省或自治区的

批准， 报文化部备案； 省级以下精简后保留下来的剧团一律由国营改为民营； 省级剧团的精简方案

由各省文化部门自行制定， 所有剧团的改制工作应在两年内完成。③ １９６３ 年 ６ 月１ 日， 文化部正式下

发将省级以下的国营剧团一律改为集体经营、 国家不再给予经费补助的文件④。
这一新的政策使文化部 １９６０ 年 ４ 月 １２ 日发布的禁止 “挖角” 文件变得更加难以执行。 缩小计

划文化体系的规模， 是政府在财政危机之下的无奈之举。 政府希望更多的文化机构能够从文化市场

上获利， 而不是完全依赖国家的财政拨款。 在此情况下， 文化市场的合法性得到了肯定， 也允许演

员的自由流动。 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指出， 文化部门应该对文化市场加强监管， 防止出现演坏戏的

现象和经济上的非法活动， 但不应该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制止演员流动⑤。 在中央的指示下， 很多省

份在执行剧团精简和改制政策的过程中放松了对 “挖角” 和演员流动现象的管理。 例如， 云南省实

施国营剧团改制后， 省文化局调回原来派驻剧团的文化干部， 允许民营剧团的演员自由流动， 并认

为如果因为演员流动造成一些剧团无法继续经营， 也合乎自然淘汰的规律⑥。 河南省文化局提出，
改制后应当把人事权交还给剧团， 少数流动演员的存在对戏曲事业并无坏处⑦。 吉林省文化局发现，
改制后一些演员采取徘徊观望的态度， 看剧团收入好就留下， 不好就流动， 其中多数是剧团的主要

演员。 吉林省海龙县评剧团改制后， 仅 １ 个月就有六七名演员被挖走， 影响剧团营业。 此类现象使

吉林省的一些文化干部对中央政策产生质疑， 认为改制后剧团人员不固定， 文化部门难以开展对演

员的思想改造工作， 影响剧团为政治服务。⑧ 江苏省文化局则发现， 改制不仅刺激了演员的流动，
甚至造成了编导人员的流动。 一些剧团为了盈利， 对编导人员要求过高过急， 一时拿不出新戏或演

出不卖座， 就认为编导人员是剧团的负担， 使其面临失业即被迫流动的窘境。 在追求上座率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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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文化局关于处理 “挖角” 问题与福建、 浙江、 江苏、 新疆等地文化部门的往来函》 （１９６０ 年 ４ 月至 １０ 月）， 上

海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Ｂ１７２ － ５ － ２２２。
《文化部党组和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 （草案）》，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１５ 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第 ３０６—３２１ 页。
《齐燕铭副部长在全国文化局长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１９６２ 年 ７ 月 １４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Ｂ１７２ － １ － ４１０。
《文化工作文件资料汇编》 （２）， 第 ３１４—３１９ 页。
《齐燕铭副部长在全国文化局长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１９６２ 年 ７ 月 １４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Ｂ１７２ － １ － ４１０。
《中国戏曲志·云南卷》， 第 ７１４—７１９ 页。
《中国戏曲志·河南卷》， 文化艺术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 第 ７４２—７４６ 页。
吉林省文化厅办公室、 吉林省文化厅文化艺术志编辑室编印： 《吉林省文化工作文件选编·艺术 （１９６０—１９６６）》， １９８８
年印行， 第 ２５４—２５６ 页。



频繁流动的背景下， 剧团很难排演配合宣传的新戏， 更谈不上开展定期的政治学习。①

调整巩固时期的 “挖角” 现象不仅存在于专业剧团之间， 许多农村地区的业余剧团， 甚至 “黑
剧团” 也参与到 “挖角” 混战中。 １９６１ 年之后， 随着各项调整政策的实行， 农村经济状况有所好

转， 文化市场也随之复苏， 很多公社、 大队恢复了业余剧团， 并将其当作一项副业来经营。 １９６２ 年

初， 文化部接到多省文化部门的汇报， 在盈利动机的驱使下， 很多农村业余剧团逐渐向职业化发

展。 它们大量吸收城市专业剧团精减下放人员， 甚至用高薪到专业剧团乃至国营剧团 “挖角”。 这

种情况在湖北、 湖南、 福建、 河北、 山东都很普遍。② 可以说， 调整巩固时期演员流动的规模达到

了 １９５６ 年之后的高峰。 计划文化体系的收缩不仅为农村业余剧团提供了市场空间， 更为它们提供

了大量人力资源。
这一时期演员自由流动导致的后果之一， 是有些基层剧团偏离国家的意识形态宣传目标， 甚至

为封建迷信服务。 例如， 福建省福安专区渔洋里大队采用投资凑股的方式组织业余剧团， 到处 “挖
角”， 由大队作为副业经营， 大队干部亲自带队外出巡回演出。 该团 １９６２ 年和 １９６３ 年春节期间巡

回演出的剧目是 《打八仙》 《跳加冠》 《云头送子》 等仪式剧， 这些剧目本身是民间宗教仪式的一

部分， 因此被文化干部称为 “迷信戏”③。 据福建省福安专区农村文化工作队统计， 该剧团春节期

间的演出地点包括霞浦县的长春、 溪南、 沙塘、 崇儒、 柏洋， 以及福安的溪柄、 甘棠、 下白石、 湾

坞等区， 观看演出的观众达 １０ 万多人次。 除了春节， 中元节是 ６０ 年代初期各地演出 “迷信戏” 的

另一个高峰。 以福建省为例， 据晋江专署文化局调查， １９６２ 年 ７ 月至 ９ 月， 晋江县为举行 “普度”
活动④演出 “迷信戏” １１０５ 场， 共有 ２４ 个农村剧团参加演出， 平均每个团获利 １ 万元， 这些剧团

普遍存在高价聘师和 “挖角” 现象⑤。 对此， 文化干部不无忧虑地表示， “这样辽阔的农村， 广大

的观众， 看了他们演出的剧目， 受其封建思想毒素的影响， 确实是十分严重的”。⑥

６０ 年代初期， 随着文化政策的调整和放宽， 计划文化体系在城市大幅度收缩， 而在农村地区则

基本让位于文化市场， 因此 “挖角” 和演员自由流动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复苏。 这一现象不仅

冲击了国家计划所主导的经济体系， 也极大破坏了官方文化的宣传功能， 这是文化领域 “国退民

进” 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四、 余　 论

６０ 年代初宽松的文化政策并没有长期持续。 在 １９６２ 年 ９ 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 毛泽东重

提阶级斗争的重要性， 预示着宽松的文化政策即将发生转向。 １９６３ 年 １１ 月， 当社教运动在全国范

围内进入高潮时， 毛泽东将批评的矛头对准了文化部， 称其再不改变， 将成为 “帝王将相部” “才
子佳人部” “外国死人部”。 接着， 毛泽东分别于 １９６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和 １９６４ 年 ６ 月 ２７ 日作出了关

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 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在各个文艺部门中收效甚微， 这些部门如不认真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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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志·江苏卷》， 第 １０５２—１０５４ 页。
《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目前农村剧团问题的报告》 （１９６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Ａ７２ － ２ － ９３６ － １；
《中国戏曲志·山东卷》， 中国 ＩＳＢＮ 中心， １９９４ 年， 第 ７７４—７７６ 页。
《霞浦县渔洋大队业余剧团情况初步调查报告》 （１９６３ 年），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５４ － ００２ － ０５５２ － ００２５。
闽南习俗农历七八月 “普度” 源于盂兰盆会， 旨在超度孤魂冤鬼。 戏曲演出是 “普度” 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见黄锡钧：
《泉州提线木偶戏神相公爷》， 福建省戏曲研究所等编： 《南戏论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 第 ４６９—４７９ 页。
《关于整顿农村业余剧团、 纠正和防止唱戏铺张浪费的报告》 （１９６２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５４ －
００２ － ０２１８ － ００２５。
《霞浦县渔洋大队业余剧团情况初步调查报告》 （１９６３ 年）， 福建省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１５４ － ００２ － ０５５２ － ００２５。



将有可能发展为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①。 随着毛泽东对文化界路线斗争的重视以及社教

运动的开展， “国退民进” 的政策中止了， 政府对文化领域提出了较高的意识形态要求， 但社教期

间计划文化体系在基层的运行情况仍难以同官方的意识形态目标相匹配。 这是因为早在调整巩固时

期， 政府出于财政资源紧张的考量， 已经要求计划文化体系收缩到 １９５７ 年的规模。 一方面， 官方

文化机构的裁撤在县级以下地区造成 “文化真空”， 使国家在文化领域的计划管理和意识形态宣传

陷入困境； 另一方面， 在财政拨款不足的情况下， 县级文化部门人手不足、 农村地区缺乏专职文化

干部的结构性问题难以得到根本解决， 给计划外的非官方文化留下了生存空间。② 于是， 当毛泽东

１９６３ 年着手处理文化界的路线斗争问题， 准备在文化领域全面推行官方意识形态时， 他所能调动的

仅仅是 １９５７ 年规模的计划文化体系。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 随着毛泽东越来越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 文化部于 １９６３ 年 ８

月号召戏曲界积极配合社教运动， 上演反对封建迷信、 反对包办婚姻的剧目③。 但此时省级以下的

绝大部分国营剧团已按要求改为自负盈亏的集体经营， 不再获得国家的经费补助， 于是市场的逻辑

再度占了上风， 相比于官方的意识形态要求， 这些剧团更关心民间社会对传统戏曲的市场需求。 以

江苏省为例， 改制后剧团普遍上演卖座较好的旧戏， 这些戏通常没有固定脚本， 并以机关布景为噱

头， 而不愿演官方认可的新戏和现代戏； 在演出路线上跑大城市、 大剧场， 拒绝下农村、 工厂、 部

队义务演出； “挖角” 和演员流动现象也大大增加。④

合法经营的集体剧团尚且如此， 那些在计划文化体系之外的 “黑剧团” 就更有机会逃脱国家的

管理和政治运动的冲击了。 以上海市为例， 尽管市文化局在社教运动期间曾为减少流动演员开展了

一系列工作， 但到 １９６５ 年 １ 月， 市区和郊区各县还有上千名无证流动演员在活动。 他们以自由流动、
时聚时散的方式组成 “黑剧团”， 其中有数十人同时充当演员和地下经纪人的角色。 其活动范围不

仅限于上海市郊， 还经常流动至江苏、 浙江两省的中小城镇和农村， 甚至远到安徽、 山东等省。 街

头、 茶馆和集市是他们的主要演出场所， 公园、 茶馆和旅馆则是地下经纪人交换信息、 介绍演员和

雇主的场所。 部分人员在演出之余还从事卖假药和投机倒把等非法活动。⑤ 上海市文化局在调查报

告中无奈地表示， 取缔工作之所以无法取得良好的效果， 是因为文化局、 公安局和民政局之间尚未

建立起有效的合作机制对违法分子进行惩处， 同时缺乏足够的财政资源救济那些失业的演艺人员⑥。
由此可见， 社教期间国家对戏曲界的管理并没有学界认为的那么行之有效⑦。 国家对 “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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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年谱》 第 ８ 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 第 ２８５、 ２８８、 ３６７—３６８ 页。
以上海周边 １１ 个县为例， 各县缺少专职文化干部和县级文化部门分工不明确的问题直到 １９６５ 年底都未能妥善解决， 难

以对县级及以下地区的文化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管和领导， 参见 《上海市文化局关于许平同志传达中央文化部会议精神

后各区、 县文化局、 科长讨论情况的汇报》 （１９６５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Ｂ１７２ － １ － ４８４ － ９６。 有关

基层文化部门的组织缺陷与非官方文化之间的关系的论述， 参见 Ｓｕ， Ｆｅｉ． （２０２４）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ｉｎ ａ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ｌｌｅｇａｌ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Ｐｏｓｔ⁃Ｇｒｅａｔ Ｌｅａｐ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Ｃｈｉｎａ． ”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５０ （１）， ｐｐ． ７６ － １０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请各地剧团积极配合当前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力上演反对封建迷信、 反对买卖、
包办婚姻的剧目的通知》， 《吉林省文化工作文件选编·艺术 （１９６０—１９６６）》， 第 ２９３—２９５ 页。
《中国戏曲志·江苏卷》， 第 １０５２—１０５４ 页。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文教办公室关于取缔非法艺人和 “黑剧团” 的请示报告》 （１９６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Ｂ３ － ２ － １８１ － ８。
《上海市文化局关于取缔非法艺人演唱活动中存在问题的报告》 （１９６５ 年 １ 月 ２４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Ｂ３ － ２
－ １８１ － ３３。
关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后期国家对文化领域的管理问题， 学界存在一种刻板印象， 即随着意识形态空气的愈发紧张， 国

家控制的力量也愈发强大， 而民间社会自发的文化活动最终丧失了生存空间。 例如， 有学者通过分析京剧演员王玉田

的个案提出， 社教运动对流动演员起到了较大的制约作用， 使他们在省、 市一级专业剧团中几乎绝迹。 参见王英：
《“流动艺人” 问题中的权力博弈与政治变迁 （１９４９—１９６６）》， 《党史研究与教学》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现象的有效控制实际上仅仅集中在计划文化体系内部， 即国营剧团。 正如戏改初期所提出的， “改
制” 是保障 “改戏” 和 “改人” 顺利进行的基础。 从某种程度上说， 国家在经济上的赞助 （供给

制） 也是保障剧团及演员服从计划管理和意识形态宣传目标的基础。 即便到了 “文化大革命” 的高

潮时期， 计划管理、 意识形态与民间运行之间的张力依然存在， 一些学者有关 “样板戏” 娱乐化的

研究已经提供了初步的例证①。 此外， 上海在 １９６６ 年至 １９６９ 年间亦可见到不少 “黑剧团”， 这些

“黑剧团” 往往打着宣传革命思想的旗号， 如 “工农兵芭蕾舞小分队” “毛泽东思想文娱宣传队”
等， 实则演出旧戏和官方批判的 “黄色歌曲”②。

综上所述，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化行业并非处在国家计划管理的一元化模式之中， 计划管

理、 意识形态与民间运行呈现一种复杂的张力结构， 计划文化的蓝图与实际运行之间存在较大落

差， 越是深入基层和地处偏远， 这种落差就更加明显。 究其根本， 完善的文化基础设施和成熟的文

化管理机制是国家意识形态向基层渗透的重要保障， 这些建设需要足够的财政资源作为支撑。 而新

中国工业化刚刚起步， 国家的计划管理需求同有限的经济资源之间的矛盾决定了文化领域始终有机

会获得自由生长的空间。 仅仅依靠意识形态动员、 国家机关的行政手段以及时起时落的政治运动，
难以对民间社会自发形成的文化市场形成长期有效的制约。

（本文作者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　 　 乔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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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访苏考虑的变化 （１９４７—１９４９）
（张　 皓　 孙伊琳）

王明在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几个问题再论

（张蓝天）
“治安强化运动” 期间中共对日伪物资战的

　 反制斗争 （张　 逦）
中国人民大学早期管理体制的形成与推广

（１９５０—１９５７） （荆宇航）

刘家峡、 盐锅峡水库工地的粮食定量供应

（１９５８—１９６２） （许　 飞）
地方精英、 党团组织与教育场域的革命

　 ———以 １９２０—１９２７ 年徐州地区为例

（丁　 乙　 谭雅丹）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 俄罗斯解密文献和

　 研究动态评述

（李红娟　 伊·尼·索特尼科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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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松： 《“样板戏” 传播的民间形态》， 《文艺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８ 期； 〔日〕 大野阳介： 《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剧团的

演出活动———以 “文革” 时期为中心》， 傅谨编： 《梅兰芳与京剧的传播》 （下）， 文化艺术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 第

１０３４—１０４９ 页。
《关于 “白毛女” 黑剧团情况的调查》 （１９６９ 年 １０ 月 ８ 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Ｂ２４６ － ２ － ３９２。


